
 

 

谢定裕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口述历史 

我的成长经历 

父亲做过台湾的司法院院长，在 1937 年抗战之前，他已经是司法行政部长

了。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曾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相对于

其他人而言，我的父亲算是一个技术干部，蒋介石也很尊重他的学识品德，而不

仅仅将其视为一个下属。当时国民党内部大的政治气候就是反共，那他也必须站

稳自己的政治立场，一同反共。但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

反共内容。 

也正是因为这种背景，我一出生就是高干子弟。我们兄弟四人，三个都是学

工程的，我的兄弟姐妹的思想都跟我的不同，他们也都希望中国富强，他们认为

只要富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公道问题非常重要，不能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就不管另一部分没有富起来的人，这就是公道问题。父

亲没有叫我们学法律，也没有叫我们加入国民党。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事情，在

年轻的时候，他自己也曾经历过几次人生的转折，1927 年的时候在武汉，经历

国共第一次分裂。武汉方面主要是国民党的左派势力，他早期也算是个国民党左

派分子。他以前其实很喜欢文学，在早年学生时代半工半读的时候，兼职做编辑，

写过翻译过小说，曾跟茅盾住一个房间，在茅盾回忆录里也提起这件事情。父亲

对我们很开明，能理解我的选择而不作过多的干涉。 

我的思想是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的。直到 60 年代中期，我还没有念

过毛泽东著作，当时是欣赏胡适、罗素。但在 60 年代中期，我到了美国之后，

才开始逐渐接触马列主义的著作、虽然鲁迅、茅盾，巴金的书，我在四零年代就

已读过。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我的思想转变,也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

会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文革初期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看

到了一幅美妙的理想蓝图，美国的许多年轻人也都是毛泽东的信徒。毛泽东确实

很有魅力，他的文章内涵深刻，文辞流畅，形式活泼，跟鲁迅的文章颇有几分神

似。相比之下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就不那么具有可读性了。而且，当时的美国

确实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批驳。比如说美国有全世界 6%的人口，但是却用了世界

上 30%、40%的资源。所以，很明显，美国是在剥削其他国家的资源，只要稍有

一点头脑，马上就会想到这些。 

我一直认为，保钓运动只是一群学生的一个自觉运动，是由钓鱼台事件而引

发的。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保卫领土的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国家去处理好了。

单就当时看来，这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这场运动，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就是写写无法传世的论文，打打牌。所以这场运动对我们还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这场运动也对台湾的政治有所影响。当时保钓运动曾演变成了民主运

动。当年参加保钓运动的这些人，像马英九这些人，后来都从政了。当初马英九

同我们的立场是不同的，现在大家都在拢着他。 

 



 

 

我所经历的钓运 

概述 

 

有两件事我直接参与，一个是在《纽约时报》以广告方式刊登的“致尼克松

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另一件事是，我 1971 年 8 月在 Brown 大学（以下称

布朗大学）任教的时候，参与过的“美东讨论会”。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讲，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并没有 email，那钓鱼台

运动是如何蔓延开的呢？我们通过办简报进行联络，比如《科学月刊》的钓鱼台

简报。另外，我们在布朗大学，后来也办了一个刊物叫《新境界》。 

再讲两点，一点是到后来“保钓运动”发展成为“统一运动”。另外我特别

要提一提两位“韩先生”。关于当时的保钓运动，当时我做了一些笔记，并在

1991 年出版了一本《思索中国》，其中有一篇“钓运十年有感”，写了一些我

所经历的事情。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进口公司也进口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在

内地流传。 

顺便提一提，我写过几本小书：《燕飞集》，《湖山之间》，《美国美国》，

《思索中国》。其中所收集的杂文，几乎都是应报刊杂志主持笔政的朋友敦促而

写的。他们是《水牛》的张信刚，《海内外》的尹梦龙，《广角镜》的李国强，

《华侨日报》的龚忠武，及《中报》的赵景伦。 

 

公开信事件 

 

“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其实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发起的，她叫陈

幼石，当时跟我同在布朗大学，是比较文学系助教授。后来成为王浩的夫人，但

那个时候她还是跟她的第一任丈夫梅汝霖在一起。王浩是陈省身的学生，陈省身

当时在加州大学，陈幼石得知陈省身教授要去纽约，就在 4 月 6 日的时候驱车前

往纽约到王浩那里去见陈省身。华盛顿大游行是 1971 年的 4 月 10 号，当时时间

有些紧张了。记得 4 月 6 日，风雪交加，一早七点钟她约了我一同驱车前往纽约。

我们从布朗大学出发，约了 MIT,Harvard 的朋友，由波士顿再开到纽约，到目的

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以后了。到了王浩的办公室，跟他们说明我们此行的来意，

第一希望他们能够参加 4 月 10 号的华盛顿大游行，陈省身教授说他不要参加，

王浩说他参加。第二个就是希望由他们出面公开发起这封公开信，所以那个时候

谈定了公开信。等到我们办完事情，吃了晚饭再开回布朗大学已经凌晨三四点。

虽然陈省身先生非常支持保钓运动，但是公开信这件事牵涉的问题比较多，首先，

如果存在着不合适的言论，就会触动政府敏感的神经。其次， 当时台湾同日本

的关系比较好，如何能支持保钓运动而又不影响两国关系？如果支持，到哪个程

度是最合适的？这些都需要考虑。那时多数学者和台湾有关系。所以当时参加游

行的大多为学生，教授很少参加。我记得项武忠那时已身为教授积极参加钓运，

总结自己的贡献，他说“如果我们还有些贡献，就是出面做了一些学生不敢做的

事情，使他们少一些顾忌。” 因为当时学生还在美国求学，手里没有绿卡，而

且在台湾还有亲人、家人，如果跟国民党作对，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

有许多事情学生都不敢去做。 

那时我们已经有一个联络网，当陈省身在那里发表发起信，其他地方已经有



 

 

十几个、二十个人响应了，这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这些人，于是各

地保钓分会统统开始响应这件事情。当时在报纸上只是具名，而非签名，且需要

每个人都捐出一些钱，登广告需要大量的钱。 

当时我们也找国会参议员，并同他们谈判，将公开信的底稿交给了他们。最

后在出面出版公开信的时候，陈先生同王浩都不愿意出面，所以我们五个人出面，

上面登广告的有我、李我焱、袁旂、项武忠、和伍鸿熙。事情是袁旂、李我焱来

办的，但是陈教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一出面，杨振宁、林家翘也都愿意在公

开信上面签名、捐钱。登一个广告，最少也要 8 千美金，那个时候的 8 千美金现

在要值十几万了，大家捐钱可能捐了一两万，所以这个公开信就登出来了。这些

行为都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其他资金支持。学生们都很穷，那个时候串联都是住

在同学家里，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回想起来，都认为这是无私奉献的行为，而这才

是最可宝贵的。 

 

美东讨论会 

 

第二个我想谈谈美东讨论会。开会的时间是 1971 年 8 月 21 日—22 日。其

实美东讨论会的详细过程，你们大概也知道了。《春雷之后》中有一篇我写的文

章叫《美东讨论会前后》。我那个时候记了日记，我是根据日记中的材料记述这

次讨论会的。 

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很值得写的，因为我参与的都是琐事，过程非常复杂。

我从几方面来介绍一下。首先，我还在布朗大学，办任何事情如果没有钱，也不

是有权威的话，不是太好办的。这个讨论会，大家都是自发参与的，可能这个人

不满意，那个人不满意，要想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办的。需要

很强的沟通能力。其次，因为参加美东讨论会很多人不在纽约，所以最初要解决

的就是场地问题，在哪里开？最开始有人提议在波士顿开，但许多人都不赞成，

后来决定在布朗大学开。于是我们就在布朗跟校方联系，正值暑假，来参加的人

有两三百，就租了学生宿舍，租了开会的场地等等，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正式开

会就是两天，不过，开会前一天已经有人到了，所以一般与会者要在那里住三晚

上。这些后勤工作都是我们布朗同学来做的，我们发动所有的人的家属参与其中。

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吃饭，而大家都是穷学生，不能到餐馆，所以就自己做饭，吃

完晚上就在校园里举办晚会，很简单，但很有意思。 

我们开会的时间是 1971 年 8 月 21、22 日，会议讨论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介绍

新中国，介绍大陆情形。那个时候大陆有很多新的事物大家也不了解，另外也介

绍台湾的现象，台湾的政治情形、经济情形是怎么样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

时候已经分成三派，一派倾向于国民党，一派是比较倾向于大陆，另一派倾向于

台独，所以办讨论会就更复杂了，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例如有一次公开讲

话的时候，一开始就发现大家政治立场不一样，当然还有一派是香港的，但大部

分是亲台湾的。我做了一个假设，如果台湾独立的话，我们保卫钓鱼台，钓鱼台

就是属于台湾的，不是属于中国的。从日本人手里把钓鱼台夺回来是我们共同的

目标，并不光是为了中国的。但事实上台独的人，台湾本省人加入钓鱼台运动的

很少，也就是说台独这一派力量在讨论会上并不是很强大，所以基本上分成两边，

一边亲大陆，一边亲国民党。所以大家就分析一下，大家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

希望能藉开一个公开的讨论会来促进大家的合作。22 号上午的大会，我们要表

决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否要到联合国游行，最后大家都赞成，记得是 218 票对



 

 

1 票通过。游行当然要有些原则性的标语，其中有一点，游行的时候说要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关于这一点，香港的同学无所谓，但台湾

来的同学则不同了，联合国里面的中国代表那时是台湾国民党的代表，这怎么

办？就引起很大的争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议以 118 票对 61 票通过。当时很多

台湾的同学出来后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起，钓鱼台运动就完全分裂了。本来是倾

向于国民党的，就不来参加保钓运动了。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年，1972 年 4 月，

我们为纪念游行一周年，再去华盛顿游行的时候，就没有太多人了，1971 年的

时候有两千五百人，1972 年的时候就一千来人，至于以后再搞游行的话，基本

上就剩下没有几个人了。此后不久，也就是 1971 年 10 月 25 日的时候，中国人

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的机构也就需要大陆选拔工作人员。

很多参加了运动的同学，中断学业，有些人甚至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也就不一定

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联合国需要翻译，就到联合国任职了。由于中国是联合国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文是联合国通用的语言之一，但以前台湾在的时候，他

的代表为了把信息传递给联合国，都是用英文讲的，但是大陆进去以后什么都要

中文，那就需要一大批的中文翻译。笔译、口译、同步的翻译，所以有很多老保

钓进入联合国做这个事情。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回国服务的，像林盛中就很早回

国了。他已经在布朗拿了地质学博士学位了，在美东讨论会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得

非常左倾。 

 

左派与右派的争执 

 

如果要保钓运动中两派合作的话，就得中国统一。这一点到现在都还实现不

了，所以合作也一直无从谈起。在保钓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只有一个统一的、

强大的国家才能真正的保卫领土不受侵犯。保卫钓鱼台，我们就要反对日本，但

是台湾为了维持同日本的友好，就不敢去冒犯他，甚至不敢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保

护钓鱼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生也无可奈何。台湾一软弱，我们学生就抗议，

我们一抗议，就给你红帽子戴。所以后来，保钓运动就慢慢变成了统一运动，这

样才能真正保卫钓鱼台。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希望看到统运，只希望看到保钓，他们的保钓刊物

主要是打击统运这些人的。现在大家都在讲马英九也参加过保钓，他没有参加游

行，在我们游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国。马英九在哈佛念书的时候，他组织一个《波

士顿通讯》就是专门来打击我们的，一直到 80 年代。《波士顿通讯》是国民党

的刊物，那么多刊物都倒掉了，但是它却能一直能办下去。这本刊物经常骂某人

是毛虫。 

 

关于打小报告 

 

那时候有很多串联，很多讨论会，国民党要打听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就有打

小报告这些事情。比较讨厌的是，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就等于上了黑名单，在台湾

就有了政治问题，可能家属也受牵连。在美东一带，尤其在新英格兰一带就有一

个学生，所有的讨论会都去参加，了解主讲是谁？叫什么名字？人家很不满意。

林盛中说我们要找他来谈谈，公开问问他，他当时讲的很坦白，“小报告总要有

人打，别人打还不如我来打，我还会有一点分寸”，所以他算是公开承认的。这

个人叫骆学鹏。对于 4 月 10 号的游行，他说国民党下命令，不支持这个游行，



 

 

而当时有个学生也是国民党的干部，说接到指示是支持的，他告诉大家这样的指

示有两种，对核心分子私下说不支持，对外面人讲是支持的。大家对这个公听会

做了记录，并讨论记录是不是应该传给各地的其他保钓分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事

情，最后投票 13 票对 13 票平了，会开到午夜以后，有人不耐烦就走掉了，所以

是 13 对 12，不传。最后结果是没有详细传达给各地其他的保钓分会，不过大家

都晓得这件事。 

小报告的事情很讨厌的，在斗争最为激烈艰苦的时候，是很容易怀疑和被怀

疑的，如果当时周围环境不是很友善的话，打小报告就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有一

个老保钓叫徐守腾，那时候人家一直在怀疑他，他很痛苦，受了一些冤枉。 

 

钓运中的人和事 

 

想提一下，钓鱼台运动为什么这么快一下子发展起来了？主要是有林孝信，

从 1969 年的开始发起《科学月刊》。《科学月刊》的对象主要是中学生，或者

是大一的大学生，撰稿人多为留学的研究生，主要介绍一些科学新知，是一个草

根性的刊物。《科学月刊》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有一个联络网，可以将很多学校

的同学都组织起来，每个月出一个通报，通报主要内容就是讲《科学月刊》组织

的情形、有什么人参加等。像这种通报在芝加哥、旧金山、普林斯顿都办过，等

布朗办的时候，那一期所有文章都在专门讨论钓鱼台的问题，这样起到了非常好

的宣传效果。 后来我们在布朗办了一个刊物《新境界》，相比较而言，《新境

界》的文章比较温和，理性一点，不那么冲动。我们办了十几期，每个月出一期，

到 1971 年年末 72 年年初，很多人都走了，像香港同学黄庭芳去了波士顿，波士

顿没有正式刊物，所以他就把《新境界》带到了波士顿。 

在波士顿，保钓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香港来的廖约克，是哈佛物理学的博士，

英文很好，所以他到联合国做口译。做了一两年之后就回香港了，去香港中文大

学做教授，然后出来做公司，现在退休了。他回到香港之后就跟运动的关系结束

了。他非常能干，是波士顿当年的领袖人物，还有一个就是龚忠武，还有一个陈

达怀，现在在马来西亚。余珍珠是后来去的。还有梁恩佐，郭海澄等，这是一批

香港的同学。 

在中美还未建交，也没有进联合国的时候，与加拿大也没有建交，那时候，

林达光相当于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他为中国外交方面宣传最力。林达光的儿子

叫林潮，美东讨论会时，他曾带同学自加拿大去布朗大学，在晚会上扭秧歌。把

许多人吓了一跳。除林达光外，努力为中国宣传的另一个人就是韩素音。这是我

讲两个韩先生之一。韩素音其实不姓韩，姓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

她早期的作品还被拍成了电影，是中国的朋友。我常常认为，有些人同中国建立

友好关系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说他同邓小平先生照相，在国内投资就会变得容易。

可韩素音不是这样的，她用不着靠中国成名。她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关于韩丁 

 

另外一个韩先生就是韩丁。他是美国人，英文名为 William H. Hinton，中文



 

 

名叫威廉姆·韩丁，1947 年，他随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在河北冀县工作，解

放后他就留在了中国。1948 的时候在山西长治县郊区张庄参加土改。半年后，

他把这个土改进行的斗争写了一本书《翻身》。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太太也在

这边，他女儿出生并成长在中国，叫韩倞，又叫卡玛。这位金发女郎讲一口纯正

的北京话，韩丁 1954 年回到美国，把这本《翻身》带到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一度在美国被视为禁书，但却也是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必须要读的一本书。从某

种角度来说，美国人韩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家属也都很有意思，

他的妹妹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参与制造原子弹，她也到中国来了，她叫寒春，

他的先生也是美国人，叫阳早。寒春 1948 年的时候来到中国，阳早 1946 年来到

中国，他们后来一直在陕西的乡下工作。他们的三个子女都在中国出生，大儿子

叫阳和平，以前是农民，到了 1972 年才回美国念书，现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

二儿子阳建平在美国，女儿阳及平定居法国。这对夫妇将毕生奉献给了中国，他

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韩丁到了 1979 年又回到张庄，他看看张庄发展的形势，经过土改、文革、

还有改革开放，张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深翻》。韩丁是

一个思想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发展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韩丁回来，

国内只把他作为农业专家来接待。据他的看法，中国的农业运动政治化，如合作

社、公社，他说 1/3 是好的，1/3 是坏的，1/3 是不好不坏的，改革开放提倡完全

包产到户政策，其实是一刀切。韩丁推崇人民公社，有些公社做得不错，公社最

后导致的平均主义，导致一些人身败名裂，他认为很多问题就出在了干部身上，

如果公社相当民主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为什么要推崇公社？因为小农体

制下，大家是没有办法富裕起来的。全部将地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儿包产到户，

相当于将资金完全打散，如果没有外来资本注入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做大。 

 

关于袁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虽然加入了联合国，但真正的融入是很困难的。甚

至于一直到现在，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都并不是抱着友好的态度，但就在六零年

代，美国就有美中友好协会，属于那里的新左派组织的。新左派有别于老左派，

老左派是跟苏联走，是跟着斯大林走，跟着赫鲁晓夫走，新左派是跟着毛主席走

的，那个时候他们在美国竭力宣传新中国。那时保钓的朋有和美中友协关系是很

好的。现在中国有钱了，所以“朋友”也多是美国的有钱人了。我不知道现在是

否还有没有美中友协。 

在中国刚加入联合国的时候，美国的朋友是很少很少的。李我焱、袁旂这些

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帮助中国在联合国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刻。 

我可以稍微讲一讲袁旂的一些情形，我跟他的境遇比较相似。袁旂的父亲叫

袁守谦，是当时台湾政府的“政治局”要员，71、72 年左右，蒋介石还在的时

候，他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处在核心地位，所以袁旂参加保钓运动对他家族的影

响非常大。因为参加了保钓，台湾就把他列到黑名单上去了。比如说像我，我的

父亲在台湾也是很高的官，1971 年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母亲告诉我不要回去，

因为政治立场，更因为深植于人性的势利。但袁旂的母亲写信给袁旂说，不要像

谢定裕那样，我们死你都不回来奔丧。他的母亲甚至还托一个他父亲的朋友捎口

信，“你要不要回来？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我当时劝袁旂，说“除非你父亲

亲笔信叫你回去，否则的话你不要回去，因为母亲是比较心软的，对很多事情不



 

 

明就里。如果你回去了话，对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于你这样重要的中坚分

子而言，回去就等于是叛变。如果真的要回去，也可以，但你要先退出运动，再

回台湾。” 

这样一来，他就不敢公开去大陆。有一次，可能是 1977、1978 年经过很缜

密的安排，他去了大陆，并且见到了邓颖超，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能只有

他太太知道。以上的文字，也算是对袁旂的一种追怀吧，他去世前三个星期，我

们还到旧金山去看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三天，他的太太希望我们朋友写一些鼓励

他的文字，那时他已经自觉时日不多了，但我们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写悼念的文

字。我就藉贺他已过的 71 岁生日，写了一篇东西追怀我们的交往。 

 

关于李我焱 

 

说起来，我同李我焱还算是老同学，当时在南京中大附中的时候是同一届，

但是不同组。那时在中大附中有一些进步的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叫做《同路人》，

就是跟共产党走的同路人，李我焱也是其中一份子。在《同路人》中有一个我的

老同学叫西门纪业，后来一直在北大做教授，西门也是我在南开初中的同学。我

们在南开的同班同学，有一位就是姚文元，所以因为西门的关系，姚文元成了《同

路人》的特约记者。我在台大念大三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社团，叫“融融社”，

全部都是非国民党同学。那个时候台湾很少有非国民党的综合性社团，所以这个

社团也算一枝独秀。李我焱想加入这个社团，没成功，就自己另组了一个社团，

叫“群社”。“群社”有个特点，就是一个男生进来要拉一个女生一起参加，很

特别。他的这个社团里有些左派人士，所以军训期间有几个学生被抓，李也被抓，

关了起来。那个时候如果你跟共产党有一点关系的话是很危险的，后来他出了国，

参加了保钓。进入联合国后，他因为发生了一些男女关系方面的纠葛，就把他从

纽约送到非洲去了，做些环保的事情。我对李我焱的家庭并不是完全清楚，只知

道他后来在佛罗里达州居住，是在美国去世的。好像是他的心脏病发作去世，他

的子女在纽约不在身边，他的太太因患病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就这样过了两三天

才被发现。 

我的中国心 

保钓运动至少让我觉得活下去更有意义一点，当初参加保钓，使我对中国的

了解更加深入，也因为对祖国的关切，我经常回国。保钓使我结识了很多年轻的

朋友，这些人多半是比较爱国的。最早去成立香港科技大学的也有不少是我们这

批保钓的人。1980 年聂华桐为支援《科技导报》发起成立“科技教育协会”。

当时我们有一个美国科技人员的联络网，对科技大学招人，这个联络网起了一些

作用。当初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回国的，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在香港有个缓冲，毕竟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回到香港就相当于回到了国内。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在美国在台湾我们获得的大陆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当

时国民党掌控着舆论权，而国民党是反共的，到处推销大陆的负面消息。我们听

说的就是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甚至连不讲话的自由都没有。后来一些正面的消息

逐渐取代了我们所熟知的负面消息。70 年代，记得有一个英国人 Felix Greene 的

纪录片，反应了厦门的发展变化，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兴奋。 



 

 

1975 年我们回国访问，发现农民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

也完善了起来。我 80 年代回到家乡，原本只有一个初中，现在有十几个中学了，

也成立了医院，有几百张病床。70 年代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在北京经历了一次盲

肠炎手术，是在清醒状态下用针刺麻醉完成的，这说明医疗技术的一些新发展。

而这些事情在以前人们都不敢想象。 

 

动摇与反复 

 

四人帮倒台对保钓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振动，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很多人当时就觉得匪夷所思，有些人因此离开保钓运动，有些人对当时自己

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有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人，是 70 年代的保钓积极分子，拥护

新中国因而进入了联合国，但后来又回复到 60 年代的故我。只有少数人在四人

帮被粉碎之后坚持自己的态度，像龚忠武这批《侨报》的人，像花俊雄这些人。

我想很多人最开始就没有想清楚，后来政治现实有所改变，这些人就没有坚持下

去。当初把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响的人，反而动摇了、后悔了。若干年之后，当这

些人再回首过去，他们大概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希望别人也忘记了这一切。

当初，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参加了保钓运动，但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感到茫然，于是就失去了方向。 

 

关于回国 

 

那个时候比较乱，而且很多人回国之后又出国了，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去之

后，我、李我焱、袁旂和项武忠曾经去石溪访问他，当时我们也有回国的想法，

但他认为回国没有那么简单。 

我在 1955 年就到美国了，一直到 1989 年才加入美国籍，因为我一直还没有

放弃回国的念头。我没有任何护照，到香港工作进出很不方便，也没有保障，所

以入了美国籍。为了回中国加入美国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保钓运动后，我也

一直未能回台湾。有了美国护照的保护，我于 1990 年才再回去讲学探亲。我在

1972 年左右就曾争取过回国访问，1975 年才成行。1979 年以后差不多每年夏天

都回来，大部分重点大学都去过了。而且我有两年休假，都到中国。1982 年在

武汉大学，1989 年在宁波大学，六四的时候正在北京讲学。我在 65 岁自香港退

休后，又回到布朗大学两年。那时年纪已太大了，回国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

且也没有人要我。2002 年，林家翘先生在清华成立“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

要我回去帮忙。当时我已经快 70 岁了，可是林先生是快 90 岁的人，我不好意思

对他说我年纪太大，就答应了。就这样帮忙了七年。。 

关于钓运，我没有什么遗憾，在我看来运动的发展还是蛮正常的，可能是因

为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对其预期并不是很高，遇到挫折后，失望也不是很大。也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看待事务心态越来越平淡。年轻的时候曾觉得年纪大的人

都非常糟糕，但年纪大了之后，发现我们这一辈就同上一辈一样的糟糕。不是个

个人能如此冷静清醒。 

 


